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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法律思想探析 

李青

    ［关键词］洋务派；中体西用 

    ［摘 要］洋务派的法律思想是在“中体西用”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要内容为∶传承隆礼重刑的法

律思想；稍变成法与引进西方的司法改良思想；以自强为目的的军事法律思想；以求实为核心的经济法律

思想；以应付殖民地外交的国际法思想和培养近代法律人才的法律教育思想。虽然不系统，涉及面较狭

窄，但它却反映了社会的巨大变化，因而带有时代的烙印，它是中国法律走向近代化的一个起点。 

    The inquiry and analysis to the legal thought of the Westernizationists

    Key Words: the westernizationists, the theory of basing on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applying the 
western technology, legal thoughts

    Abstract: The westernizationists developed its legal thoughts from the theory of basing on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applying the western technology. Its connotation includes the mode of legal 
thinking of highlighting the function of li and penalty, the thought of judicial reformism about altering 
the established laws in order to absorb the western legal culture, the military legal thought with the 
aim of self-strengh, the economic legal thought with the kernel spirit of realistic approach,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thought with the purpose of coping with the colony’s foreign relations and the 
legal educational thought of training the modern lawyers. Unsystematic as its theory and narrow as 
its field of vision may be, the legal thoughts of the westernizationists reflected an immense change 
in the modern China, and showed the mark of times, and its advent act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Chinese law’s modernization. 

    洋务运动是在西方列强疯狂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严峻危机的形势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奕訢、文

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主要代表的贵族大官僚集团为了自存自保、求强求富，开始从

讲求洋器入手，兴办洋务事业，史称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制、外交、教育等领域，由于推行洋务运动的是一批手握军政实

权的大员，而且还形成了在当时说来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中体西用”论作为理论的和政策的基础，因

而，在晚清的历史舞台上，持续了三十年之久。对于洋务派的军事思想、经济思想、外交思想，史学界论

者颇多，但是，对于洋务派的法律思想一般涉猎较少，本文拟专就洋务派的法律思想与实践的结合上，对

洋务派的法律思想做一初步的探析。 

    一．传承隆礼重刑的法律思想 

    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论是林则徐、魏源“洞悉夷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发展，他

们力图论证中体――伦常名教的不可替代性与西用――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的可行性，借以表明他们不是

封建制度与文化的叛逆者，而是卫道士，从而减少推行洋务政策的阻力，求得开通风气，延长国祚。 

    “中体西用”在法律思想上的表现，主要是通过“稍变成法”，引进西法，发挥法律对于维护清朝专

制统治的作用，同时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发扬传统法律中的隆礼重刑，礼刑结合，以应付前所未有的巨

变。 

    洋务派大官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不仅是纲常名教的信奉者、鼓吹者，在法律思想上也接受了儒家正



统思想“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洗礼，而且自觉地应用到他们的施政中去。譬如曾国藩面

对太平天国扫荡一切的风暴，便举起了隆礼的旗帜，说∶“先王之制礼也，人人纳于轨范之中”（１）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江宁府学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于礼”。（２）

（《曾文正公全集·杂著》）以此来聚集反对农民起义的各种社会力量，为保卫清朝的封建统治而战。他

所说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礼履之不可倒置”，（３）（《曾文正公全集·文集》《讨粤非

檄》）恰恰为他提出的隆礼的真实目的做了清楚的注脚。如果说在封建制初建时期，荀子提出隆礼是为了

建立封建等级秩序，并为实施封建法制提供指导原则，那么，曾国藩提出隆礼则是在封建制度日薄西山之

际，因此不是建立封建等级秩序，而是挽救封建等级秩序，并在隆礼的幌子下，实行重刑,以镇压起义的

农民。 

    曾国藩早在办团练时便主张采用管、商之法，“振之以猛”，他曾告戒地方官说∶“管子、荀子、文中子

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政，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刈安”。（４）

（《曾文正公全集·杂著》）他自己对待起义农民就是“痛加诛戮”，“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

萌”；（５）（《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他曾向清朝皇帝表示“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

（６）（《曾文正公全集·奏稿》） 

    曾国藩作为早期洋务派，就是这样运用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的隆礼明法、隆礼重刑的两手，以行动维

护纲常名教的，既以“礼”约束人们的行为，防范犯上做乱；又以刑残酷镇压不逞之徒，这种心法对后来

的洋务派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有着影响。可以说洋务派传承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的最核心的部分，来

维护封建统治的“体”。 

    二．稍变成法与引进西方的司法改良思想 

    “稍变成法”，引进西法是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张之洞法律思想中最为突出的部分。 

    “稍变成法”是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纲领的一部分。十余年兴办洋务的经验，使李鸿章深

感那些动辄以“祖宗成法”为由的守旧人物对洋务的阻挠，他愤懑地指出:在“外患之乘，变幻如此”的

严峻形势下，“犹欲以成法制之”，无异于“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

（７）（《清史稿·李鸿章传》）他忧心仲仲地说∶“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无由”。“若事事

必拘于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８）（《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为了稍变成

法，他根据《周易》‘穷则变，变则通’的儒家古训，强调‘一国法度当随时势为变迁’”。（９）

（《清代四名人家书》）针对顽固守旧者所鼓吹的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

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等以守法为尚的论调，他慷慨陈词∶“今日所急，惟在力

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若不变法，而徒骛空文，绝无实际”，如此则“战守皆不可恃”，“和局”

也难以持久。１８６４年春，他在给恭亲王奕祈的一封信中强调指出∶“日本以区区小国，尚知及时改辄，

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亦可以皇然变计”。（１０）（《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 ）同年，他

在《覆陈筱航侍御》信中又提出了仿效西方近代海陆军，“变易兵制”。（１１）（《李文忠公全集·朋
僚函稿》卷五 ）在给丁日昌的信中，李鸿章感慨地说∶“自强之策，当及早变法。勿令后人笑我拙耳，此

等大计，世人无知而信之者。朝廷无人，谁做主张。及吾之生,不能为，不敢为,一旦死矣，与为终古已

矣，微足下无以发吾之狂言”。（１２）（《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 ）如果说在“稍变成法”、

引进西法的问题上，李鸿章重点在于阐述稍变成法的必要性，并且涉及到翻译外国公法，培养人才等问

题，至于张之洞则重点在于引进西法，改革成法，这是和时代背景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１９０１年慈禧太后流亡西安以后，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发布上谕，表示变法，说∶“世有万

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

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这道上谕立即得到张之洞等的响应，他提出“整顿中法所以为治之具”，“采

用西法所以为富强之谋”（１３）（《张文襄公全集》卷五三《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则》）

建议清廷博采外国的矿务律、铁路律、商务律、刑律等，编篡中国的矿律、路律、商律和交涉刑律等。张

之洞久于仕途，深知“滥刑株累之酷，囹圄凌辱之弊”是清朝最突出的司法弊端，他把“恤刑狱”作为整

顿中法的第一要务，他和刘坤一在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摺》中，提出了引进西法，改革刑狱的九点建

议。 

    第一，“禁讼累”。鉴于刑名胥吏敲诈勒索，加剧了社会矛盾，建议革除吏役，代以警察，以便消除

吏胥扰民坏法的弊政。 

    第二，“省文法”。即“减宽例处”，以消除“拖延命案，讳饰盗案”，或发案不报酿成祸端的积

弊。 



    第三，“省刑责”。除盗案命案证据已确而不肯供认者，准其刑吓外，凡初次讯供及牵连人证，不准

轻加刑责。 

    第四，“重众证”。除死罪应有输服供词之外，军流以下各罪，如果众证确凿，又经上司层递亲提复

讯无疑，犯人虽无口供，仍可按律定罪。 

    第五，“修监羁”。即改善监狱羁所的居住和生活条件。 

    第六，“教工艺”。让犯人学习生产技能，“将来释放者可以谋生改行，禁系者亦可自给衣履。” 

    第七，“恤相验”。减轻诉讼当事人负担的相验费、夫马费、招解费。 

    第八，“改罚锾”。除命盗案、窃贼、地痞、恶棍、讼棍不准罚赎外，其他民事案件如户婚、田土、

家务、钱债等案件，甚至刑事案件中的部分徒流，均可改刑责为罚锾。 

    第九，“派专官”。管理、稽查监狱事务。 

    上述整顿中法“恤刑狱”的九条建议，基本属于程序和量刑方面的具体措施，是在西方法文化影响下

提出的，是洋务派“中体西用”论在司法制度上的体现。正是基于中体西用，所以这九条建议并没有触及

清朝司法制度的实质，而只作了相应的改良。尽管如此，仍然为晚清司法走向近代文明作了舆论准备。 

    三．以自强为目的的军事法律思想 

    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清朝的军政大员，既参与国策的制定，也负责国策的实践，特殊的地位和

环境使他们对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现实非常敏感，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洋务派把自强

的着眼点首先放在军事上，提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方针，为近代军队的建设和军

事法的产生创造了基础。李鸿章编练淮军时，突出的特点是在兵器和军事训练方面模仿西方。李鸿章说：

“制器与练兵相为表里，练兵而不得其器，则兵为无用”。“西洋火器日新月异，不惜工费而精力独绝，

故能横行于千里之外。中国若不认真取法，终无由以自强”。（１４）（《李文忠公全集·奏稿》）淮军

营规的内容，主要为军事刑法。如赌博罪、奸淫罪、结盟拜会罪、制造、散布谣言罪、克扣军饷罪、吸食

洋烟罪、开设烟馆卖烟罪和携财潜逃罪等。淮军制订的军事法规，虽然在技术层面上提出学习西方，但实

质上仍然是封建性的军事法规。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清政府为了防御日本的侵略，决心创建近代海军，洋务自强活动也进入以建立近

代海防为中心的新阶段。李鸿章在筹建北洋海军过程中，力图仿照西方国家的海部，统一海军的章程和指

挥管理，他说“海部体制与他部相埒，一切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悉以畀之，不使他部得掣其肘，其海部

大臣无不兼赞枢密者，令由中出，事不旁扰”，但限于体制及经费，海部虽未建成，却于当年建立了海军

衙门。 

    1888年9月海军衙门遵照“参酌中西，画一规制”的指导思想制订颁布了《海军章程》。章程共14
款，分别为船制、升擢、事故考校、俸饷、恤赏、工需杂费、仪制、钤制、军规、简阅、武备、水师后路

各局等，“大半采用英章，其力量未到之处，或参仿德国初式，或仍遵中国旧例。”（１５）（《李文忠

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内容细致完备。《北洋海军章程》也体现了落后的封建意识，如章程开宗明义

地宣称“内多酌用英国法，仍以宪庙军规为依归”。具体表现在北洋海军的官职名称、水兵的招募方法及

军队内部的封建等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等。 

    四．以求富为核心的经济法律思想 

    洋务派的经济法律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体现了洋务派向西方学习逐步深入的过程。本着“欲

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的信念，（１６）（《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九）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积极发展煤矿、运输、电讯、纺织等主要经济部门的民用工业，挑战中国

传统的“重农抑商”经济观念，把“富民”作为兴国的根本。虽然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和民用工业的目的是

为了维护清朝的专制主义统治，谋求统治集团的利益，但是应该看到，洋务派在“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

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的情况下，与洋商进行“商战”，“分洋商之利”，不仅收回了一部分丧失的利

权，而且有助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整和控制企业，是洋务派经济法律思想中

新的内容，譬如∶ 

    １． 企业实行股份制 



    1867年容闳创议采用股份制的组织形式，制定《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 主要规定： 

    （1） 公司本银必须四十万两，分为四千股，每股百两； 

    （2） 公司内所用司事仁等必均系有股份者，仍由众人抽签公举，每股着一签； 

    （3） 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公司主事人将本年各项账簿呈出众人阅验，如有利息，立即照股摊派； 

    （4） 年终核算，倘是生意亏本，即将所剩之本，照股摊还散局；如公司众人均欲再做，则补足所亏

之本，再行照股派补。（１７）（《海防档》购买船炮） 

    由于该章程在集资办法、股东地位、公司内部管理以及利润分配等方面，大都模仿西方企业的办法，

这是中国商人筹划组织股份公司的最早的一个章程。虽然很粗糙，但也引起不小的震惊，以至于总理衙门

在审阅《章程》时产生了是否有洋商或买办参与其事的怀疑。曾国藩对此也曾疑虑“果否是华商集事？保

无洋人及买办在内？”“若无此辈，未必能仿照外国公司办法”。（１８）（《海防档》购买船炮）机器

织布局的资本的构成也是股份制，１８８２年，《申报》上发表《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和招股

声明。拟招四千股（每股一百两），其中两千股由主要创办人认购，其余两千股则从社会上募集。同时在

通商各口、内地城镇以及海外华侨集中的地方，委托钱庄代办，分设三十六个代收股份的地方，并且在报

纸上公布投资人的姓名。（１９）（《申报》１８８０年１１月１７日）招股声明一经发布，立刻在社会

上引起热烈反响。原计划招股四十万两，增加至五十万。投产后，营业兴盛，利润丰厚，“每月日用五百

两，获利约五百两，每月可得一万二千利。”（２０）（翁同酥《翁文恭公日记》）由此而使西方资本主

义的公司组织、管理和经营方式逐渐获得人们的认识。 

    洋务企业实行股份制，不仅将社会上的闲散资金组成巨额股份资本，使商业性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

促进企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企业股份制的实行意味着将西方公司法引入经济领域，在客观上引导了

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走向，迈出了法制近代化的第一步。 

    ２．利用外资，振兴实业 

    洋务派创办军工企业的初衷是为了抵御外侮和对付国内的农民起义，所以其生产无营利性可言，所需

经费支出全有赖于国家投资。由于晚清政府不断洋务地向西方侵略者割地赔款，早已无力承担发展洋务所

需的巨额经费，为了解决办洋务急待解决的“筹饷”问题，洋务派曾把希望寄托于民间工业的“开源节

流”，但是民间资本有限，而且分散，即使筹集到的资金，也如杯水车薪，难以满足需要。因此，利用外

资,“举借外债”的思想逐渐生成。 

    利用外资突出在建筑铁路上。薛福成说，修筑铁路“便于国计、便于军政、便于京师、便于民生、便

于转运、便于邮政、便于矿务、便于轮船招商、便于旅游”（２１）（薛福成《筹妥铁路事宜》）李鸿章

也始终认为中国“富强之势，远不逮各国，考察其要领，固由兵船兵器讲求未精，亦由未能兴造铁路之

故。”因此，“若论切实办法，必筹造铁路，而后能富能强。”（２２）（《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

卷一二）他明确提出“借债以兴大利”。 马建忠更是明确提出了“借债以开铁道”。他说“西国借款先

向银行取用，渐会转借于民，以足其数。然由银行介绍，或恐经手分肥，为息必厚，英人于此思以减之，

乃先期判示，名订所借之数于所与之息 ，使银行之愿贷者各书所取之息，函送前来，而后择其息轻者贷

之。散借、专借与先示后择之方参错互用。”并介绍了当时在资本主义社会通行的债券和票据的法律知

识。“债券书票不书名姓，以便展转抵用，一如银票，使公司之利岁提一二成赎回其票，则不言偿自有偿

矣”。（２３）（马建忠《借债以开铁路论》）张之洞根据近代民法发展起来的抵押制度的概念，指出:
“凡洋款皆须抵押，独修铁路一事，借款即以此路作抵，无须他物。商为之则利在商可见，国为之则利在

国”。（２４）（张之洞《劝学篇》）可见他主张用铁路作为不动产抵押，以担保债权的实现。 

    在处理“借洋款”与“招洋股”的问题上，李鸿章、薛福成、马建忠虽提出借贷洋款，但“不准洋人

入股”，以此作为利用外资的一大原则，防止洋人借借贷之机侵占路权。而张之洞等人则认为两者可以同

时兼顾，“路归洋股，款归债权”。（２５）（《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四四）他还主张借外债 “行之

于商务”。 在《劝学篇》中提出“与洋人合资”开采矿藏，但限制外资“不得过半”， 不能“令外人独

其专利”。 他在《进呈矿务章程折》中再三强调“现订矿务章程声明，各国必须遵守中国法律，乃准其

乘充矿商。”（２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借以保护“华民生计、国家主权”。 《章

程》第九条规定：“集款以多得华股为主，无论如何兴办，统估全工用款若干，必须先有己资及已集华股

十分之三为基础，方准招收洋股或借用洋款，如一无己资及华股，专靠洋股与洋债，概不准行。”（２

７）（《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三三上） 



    以上可见，洋务派对于“借债”的目的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李鸿章在提出“借债以兴大利”的同时，

已经注意到因借债不慎会导致的结果。他不无担忧地说：“借债之法，有不可不慎者三端，一曰恐洋人之

把持而铁路不能适则自主；二曰恐洋人之诡谋而铁路为所占据；三曰恐因铁路之债，或妨中国财用。”

（２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五）他特别指出不得“指关税作偿款”，干预国家财政等。洋务

派的上述经济法律思想，对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为求富、求强提供了新的思路，

起到了一定的防范作用。 

    五．以应付殖民地外交的国际法思想 

    洋务派出于办理外交的需要，非常重视讲求公法之学，虽然早在林则徐奉清廷之命查禁鸦片时已派人

翻译了瓦特尔的《国际法》，但只翻译了有关“战争及其附带的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部分，真正

使近代国际法正式、系统地进入中国是在洋务运动时期。1862年清政府设立同文馆后，美国传教士丁韪

良被介绍到京师同文馆任教, 他利用任教的机会，在上海以传教士的身份翻译了惠顿一书中的部分内容。

到北京后，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亲自带着丁韪良到总理衙门向他们推荐此书。恭亲王奕訢见到书译稿大

悦，称“此乃吾所急需也”，并拨专项银两，派助手，资助丁韪良完成全书的翻译。1864年（同治三

年）经清朝政府批准正式刊行，题名为《万国公法》。 

    《万国公法》的译成，增加了洋务官僚的国际公法知识，使之在对外交涉中有所凭籍，由此他们又要

求同文馆翻译了《公法会通》、《公法便览》、《公法千章》和《中国古世公法》等国际公法著作。（２

９）（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戊戌变法》第一册）清政府曾经根据《万国公法》规定的领海规则，解决

了普丹大沽口事件，在给普鲁士的照会中，明确指出：“此次扣留丹麦货船处所，乃系中国专辖之内洋，

贵国兵船前来中国，自当入境问禁，不得任意妄为。中国所辖各洋，例有专条，各国和约内，均明此例，

贵国和约内，载有中国洋面字样，较各国知之尤切”。（３０）（《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六）

1874年（同治十三年），秘鲁国派使来华要求签订商务条约。清政府要求秘鲁国先改善在秘华工的待

遇，然后与其签订了《中秘会议专条》，保障了华工待遇。在同时签订的《中秘通商条约》中，也明文采

用了相互最惠国条款。 

    国际公法的引进，启发了洋务派对国家主权观念的认识。李鸿章根据万国公法指出:“各国均有保护其

民，自理财赋之权。”曾经跻身洋务派，后发展为改良派的郑观应说：“夫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

民主、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而他人不得夺之。”（３１）（《郑观应集》上册）王韬批评清政府由

于没有国家主权观念，才在对外交涉中“不争其所当争”，对“必屡争”的关税主权、治外法权反而“不

一争”。不仅如此，洋务派还谴责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公于何有，法于何有”（３２）

（《郑观应集》上册）。李鸿章说：“以前中国与英法两国立约，皆先兵戎而后玉帛，被其迫胁，兼受蒙

蔽，所订条款，吃亏过巨，往往有出地球公法之外者。”(33)(《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九)他分析这些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背景，一是列强武力所迫，二是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缺乏国际交往的知识，对所订条约

的危害性茫然无知。因此，他认为“诚以内治与约章相互表里，若动为外人所牵制，则中国永无自强之

日。”李鸿章显然看到了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所造成的“洋人归领事管辖，不归地方官管理，于公法最

为不合”的现象，但他又很矛盾，“若令改归地方官，则须将数千年相传之刑法大变，乃可定议”，“试

问中国刑部及内部各衙门能将祖宗圣贤刑制尽改乎？”（３４）（《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九） 

    洋务派对不平等条约的批判，集中在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特权和协定关税三个方面。他们指出片面

最惠国待遇是“一国获利，各国均沾”贻害无穷的条款。“‘均沾’二字，利在洋人，害在中国，设法防

弊，实为要图”。（３５）（《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九）领事裁判权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公然践

踏，王韬说∶“贩售中土之西商，以至传教之士、旅处之官，苟或有事，我国悉无权治之”。（３６）

（《韬园文录外编》卷三）薛福成说∶“商民居何国何地，即受治于此地有司，亦地球各国通行之法”。要

求废除对中国“贻害无穷”的领事裁判权制度。 

    洋务派还认识到关税协定对中国关税主权的严重损害和对民族工业的扼制，强烈要求关税自主。郑观

应说∶“泰西税法，于别国进口之货税恒从重，于本国出口之货税恒从轻，或全免出口之税,”“今宜重订新

章，……凡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收我权利，富我国民，酌盈剂虚，

莫要于此。”（３７）（《郑观应集》上册）王韬明确指出∶“加税一则款，乃我国家自有之权，或加或

减，在我而已，外人不得干涉”。（３８）（《韬园文录外编》卷三）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左宗棠对丧权辱国的《伊犁条约》表示坚决反对，他指出∶“至伊犁南境与西

境地段，议划归俄属，则系明侵，岂可轻许”。（３９）（《左文襄公书牍节要》卷二三《上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刘坤一则指出，《辛丑条约》“此次议款，当握定不失自主之权为第一要义。赏功罚罪，中朝

自有权衡，本非外人所得干预”。（４０）（《刘坤一遗集·电奏二》）其态度之鲜明，与李鸿章的明知



条约不平等，却仍然“隐忍徐图”，“力保和局”，（４１）（《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一）

“唯有委曲求全之一法”，（４２）（《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九）大相径庭。 

    六．培养近代法律人才的法律教育思想 

    洋务派始终把培养洋务人才放在重要位置，李鸿章一再强调∶“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用人

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４３）（《筹议海防折》）为了培养洋务人才，以应急需，在李鸿章等的

倡议下，1862年7月，清政府批准成立了以教授外语为主的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洋务学堂”。 

    为了适应洋务外交与立法的需要，同文馆成立以后，便以翻译西方法学著作作为了解西方情况和输入

西学的重要途径。张之洞说∶“尝考讲求西学之法，以译书为第一义，欲令天下人皆通西学，莫若译成中文

之书，俾中国百万学人，人人能解，成为自众，然后可供国家之用”。（４４）（张之洞《上海强学会章

程》）经同文馆翻译的外国法律和法学著作多达１８部之多，如《公法总论》、《佐治刍言》、《国政贸

易相关书》、《各国交涉公法论》、《法律医学》、《各国交涉便法论》等等，其中一些书籍成为戊戌变

法和二十世纪立宪运动的必备参考书籍，帮助中国人通过最简洁的方式、最直接的渠道认识和了解西方法

文化，积极地推动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在这些以学习西方文化为目的的洋务学堂里，都将《万国公

法》列为必修课程。（４５）（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 人教版81,3） 

    不仅如此，洋务派还从实际需要出发，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曾国藩与李鸿章奉命拟订了《挑选幼童前

赴泰西肄业章程》12条。规定“自同治七年始至光绪年止，每年挑选幼童30名，共合120名”，“赴美国

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以培人才而图自强。”（４

６）（《洋务运动》二）章程把幼童年龄限制在十三、四岁至二十岁之间，后改为十二至十六岁，肄业年

限为十五年，毕业后回国听候派用，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或私自先回另谋职业。自1872年8月12日到

1885年，清朝共有209名官费留学生接受西方教育。留学生们对中国近代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的发展

与实现洋务派富强之梦起了重要作用，涌现出詹天佑、武廷芳等优秀人才。 

    总括上述，洋务派的法律思想虽然不系统，涉及的方面也较为狭窄，而且只能在“稍变成法”的前提

下从事西法的引进，但它却反映了社会的巨大变化，因而带有时代的烙印。特别是从法律思想与实践的结

合上，可以突显洋务派在中国法制走向近代化的途程中所起的作用。中国法律的近代化是一个较长的过

程，但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洋务派的法律思想与实践，可以看作是中国法律走向近代化的一个起点，它

的历史价值也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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